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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7197137][bookmark: PePindex7]摘要：针对鲜有研究将组织自尊视为知识型员工的一种个体特征资源并探讨该特征在传统上下级关系情境下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根据组织自尊概念捕捉知识型员工渴望尊重、追求自我价值等个性特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将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视为个体资源、集体主义视角下的传统上下级关系视为条件资源，通过对325份两阶段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传统上下级关系情境下组织自尊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自尊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且工作投入能够中介组织自尊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传统上下级关系正向调节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且高质量上下级关系增强了中介效应，这意味着传统上下级关系有利于知识型员工更好地将其个体资源作用于创新过程，进而催生创新行为。为此，管理者应在工作设计、积极反馈和奖励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自尊感，并塑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促使知识型员工积极主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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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n Innovative Behavior of Knowledge Employees: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and Work Engagement
[bookmark: PePindex15]Deng Yulin, Wang Jiaai, Liu Hang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few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s a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of knowledge employees and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is characteristic on innovation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to capture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employees such as desire for respect and pursuit of self-worth,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work engagement of knowledge employees as an individual resource and the tradi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as a conditional resource in the collectivist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work engagement of knowledge employees are regarded as individual resources, and the tradi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in the collectivist perspective is regarded as condi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s influence on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325 two-stage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knowledge employees, and work engagement can medi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n innovative behavior; traditional subordinate-subordinate guanxi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work engagement, and high-quality subordinate-subordinate guanxi enhances the mediating effect, which means that traditional subordinate-subordinate guanxi is conducive to the knowledge employees to better utilize their individual resource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which will in turn. This means that traditional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is conducive for knowledge employees to better utilize their individual resource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which in turn generat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erefore, managers should take measures in job design, positive feedback, and rewards to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f knowledge employees, and shape good superior-subordinate guanxi to motivate them to innovate pro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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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7]1  研究背景
数字时代，组织环境愈加动荡、充满了不确定性，增加工作任务的复杂性与知识性，加强创新愈发成为组织应对动态环境、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1]。知识型员工因其水平高、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开展创新活动的核心资源[2]；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挑战权威，追求在组织中实现自我价值，希望工作环境宽松和思考自由[3]。但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和实用理性作为重要的价值观，似乎缺少了一般理论中认为创新需要的自由开放和宽松环境[4]。因此，如何在中国组织情境与知识型员工个性特征的冲突中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已成为热点问题。
[bookmark: _Hlk47361267]组织自尊作为个体对自身在组织中的价值性、重要性的积极判断[5]，恰好捕捉了知识型员工在组织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渴望被尊重认可的发展需求。强烈的成就导向与价值追求是知识型员工开展创新行为的内在动机[6]。制度逻辑理论认为每项制度都由类别因素或构成因素（如身份、控制等）组成，这些因素基于偏好与利益塑造个体或组织的认知与行为[7]，这意味着员工创新行为在考虑个体特征影响的基础上，还需要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去寻求解释。关系导向与尊重权威情境下中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是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7]，深刻影响着其个性特征与创新行为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于作为个体特征的组织自尊与作为组织情境的上下级关系互动，探讨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bookmark: _Hlk99656439][bookmark: _Hlk99438177]组织自尊表达了个体关注自身对组织的重要性及其在组织中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8]，可以概括为知识型员工在组织中追求价值实现的自我认知状态，作为一种典型的个性特征，对个体态度和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目前关于组织自尊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多数是将组织自尊视为一种自我评价或认知状态，如汪海霞等[9]从自我一致性理论、张征[10]从自我概念理论、Wen等[11]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来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认为高组织自尊的员工更愿意承担风险以从事更多的创新行为，同时，在两者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方面，探讨了知识共享与工作意义感的中介机制，以及组织支持感、结构正式化与差错反感文化的调节作用。但是，已有研究鲜有将组织自尊视为知识型员工的一种个体特征资源，或是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更缺乏将该机制置于上下级关系情境中，探讨不同资源间交互影响机制的研究。
[bookmark: _Hlk98752814][bookmark: _Hlk99639371]资源保存理论认为组织自尊可视为一种个体特征资源，能够通过影响知识型员工在工作角色投入中的认知、情感，进而影响其行为[12]。这意味着高组织自尊感能够为个体充分投入工作提供支持和激励，增强其工作动机与积极性，促进知识型员工全神贯注于工作、坚持不懈地克服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此外，在资源保存理论视角下，传统上下级关系可视为个体的条件资源，对员工个体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影响[13]，即上下级关系质量越高，领导给予员工的信任与资源支持就越多，创造更好的条件缓解知识型员工在工作投入时的高压力，通过减少消耗并留存更多资源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意味着作为个体资源的组织自尊与作为条件资源的上下级关系通过互动，提高个体对资源条件和资源利用水平的感知，增强其工作动机、提高其工作投入水平，从而支持知识型员工更有动力开展有效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以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将组织自尊和工作投入视为个体资源、上下级关系视为条件资源。
[bookmark: pindex32]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pindex33]2.1 资源保存理论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是指个体或组织认为有价值的物质、条件、个体特征和能源等以及相应的获取方式[14]，它的功能与价值是支撑个体目标或组织目标的实现。其中，条件资源是指与身份状态相关的资源（如社会关系、经验等），其价值在于协助获取或利用其他资源；个体特征资源是指与个体特征相关的资源（如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具有一定的功能和价值[15]。因此，组织自尊、工作投入与上下级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会尽最大努力获取、保存并保护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源，以避免资源损失[14]，包含两个基本原理：一是资源损耗优先原理，即相比于资源获取，个体对资源损耗更为敏感；二是资源投资原理，即个体出于保护自身资源不受损耗、从已发生的资源损耗中快速恢复或者获取新资源等目的，必须不断对现有资源进行投资[15]。由此得出以下3个推论：一是初始资源较多的个体更易作出冒险的资源投资策略与行为；二是资源储备较少的个体更容易遭受资源损失的压力，且这种压力会加速资源损失；三是初始资源较多的个体遭受资源损失的可能性更低，更有能力获取新资源，使得资源收益呈螺旋式上升[15]。此外，不同资源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具有交互作用[16]。
因此，组织自尊作为个体的自我评价，属于员工的个体资源，具有一定功能和价值，表现为高质量的组织自尊能让知识型员工更愿意开展风险行为，如创新行为；工作投入作为个体的认知状态，也是员工的个体资源，既可以支持知识型员工开展创新行为，又可以促进其组织自尊感更好地发挥功能与价值；上下级关系作为个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条件资源，不仅能帮助知识型员工更好利用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等个体资源，还可以与作为个体资源的组织自尊产生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工作投入，进而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
[bookmark: _Hlk96113835][bookmark: pindex37]2.2   组织自尊与员工创新行为 
组织自尊是指员工对组织情境下角色能够满足其需求的相信程度，反映了作为特定组织成员的个体对自己在组织中地位与价值的判断[8]。高组织自尊的员工认为自己在组织中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有效率的和有价值的。研究表明，拥有高组织自尊感的员工更愿意作出有益于组织的行为，也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实施角色外行为[17]；而低组织自尊感的员工常常会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能够带来对组织有价值的新颖想法，还会怀疑自己实施新颖想法的能力[18]。另外，研究也表明，高组织自尊的员工有着积极的自我认知，他们更倾向于将组织的目标和价值体系作为他们自身目标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组织表现出高水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愿意承担风险并从事更多的创新行为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19]。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保存、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拥有丰富资源的知识型员工会追求获取更多新的资源[14]。组织自尊作为一种个体特征资源，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价值，有助于个体获取更多的新资源。高组织自尊的知识型员工更加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组织中的角色，对资源获取更为敏感[17]，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积极主动实施创新行为来进行冒险的资源投资以获取新资源，并能够更好地防止因冒险带来的资源损耗，从而增加个人与组织的资源收益。在此情况下，知识型员工会将实施创新行为看作获取新资源的重要途径，认为通过创新可以获得诸如组织地位、薪酬待遇等新资源，这些丰富资源又进一步增强个体获取新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从而激发其主动实施创新行为。循此反复，拥有高组织自尊感的知识型员工会越来越愿意开展创新活动以实现自身资源收益的螺旋上升。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组织自尊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作用。
[bookmark: _Hlk94133022][bookmark: pindex41]2.3   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 
工作投入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充实的情绪与认知状态，反映了个体对工作角色的投入程度，其特征是活力、奉献与专注[20]。活力是指个体具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韧性；奉献是指个体具有强烈的意义感、自豪感以及饱满的工作热情；专注则表现为个体全神贯注于工作，并能以此为乐[21]。
现有研究证明个体所拥有的生理、情绪和情感资源是其工作投入的必要前提，组织自尊作为知识型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对其工作投入水平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2]。高组织自尊感的知识型员工拥有丰富资源，能够付出更少的资源就获取更多的资源收益，使得他们具有强烈工作动机，对工作岗位十分热爱和专注，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高组织自尊的员工相信自己能胜任工作角色，更倾向于将组织内在化，也更愿意投入工作角色来强化积极的自我认知、满足自己的资源获取需求。高组织自尊的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拥有积极情绪，会更加自信与乐观地看待工作环境，这种高水平心理安全感能够减轻知识型员工在工作投入过程中的资源损耗等负面影响。高组织自尊的知识型员工拥有很强的资源获取能力，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工作任务[23]。可见，组织自尊水平高的知识型员工更可能产生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和表现。此外，创新行为涵盖创意的产生和实施等环节，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既需要员工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力，还需要其对工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4]。处于高工作投入状态的知识型员工，具有积极情绪和强烈工作动机，更愿意坚持不懈地主动寻求冒险与创新[25]，因此，高工作投入水平的知识型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组织自尊作为个体资源，拥有天然的动机特性，可以激发个体的工作动机、提高其工作投入水平，进而对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积极影响[26]。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自尊水平越高，他们在工作角色投入中越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意义感、安全感和获得感，进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工作投入水平越高的知识型员工越能在工作中充满活力、勇于奉献、全神贯注，更容易产生创意并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不懈，便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27]。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与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bookmark: pindex46]2.4 上下级关系的调节效应 
中国素来以关系导向与权威导向著称，领导在组织中居于主导性地位[28]，因此，个体在组织中对于上下级关系非常敏感。上下级关系是指上下级之间为了共同目标与利益，通过非工作性交往而产生的一种非正式性私人关系，会裹挟一些私人的人情互动[7]。
[bookmark: _Hlk99838529]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上下级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条件资源，能够支持个体更好利用自身资源去获取新资源[16]。在和谐的上下级关系中，知识型员工会感受到被尊重与认可，也愈加认同自己的“圈内人”身份，进一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29]，从而增强其组织自尊水平，因此，具有高质量上下级关系的知识型员工更容易建立起高水平的组织自尊。另外，高质量上下级关系可以帮助作为“圈内人”的下级获得更多信任、鼓励和资源[7]，提高知识型员工在工作投入过程中的心理意义感、安全感与获得感，进一步缓解个体在工作角色投入中的工作压力，减少其在工作投入中所消耗的精力、时间等资源，使得员工保存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工作角色中，也更愿意积极地投入工作来获取新资源，而上下级关系不佳的知识型员工会为了避免资源损耗而减少对工作角色的投入[25]。可见，知识型员工与上级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支撑个体更好地利用自身资源，促进其对工作角色的投入。
现有研究证明，作为个体资源的组织自尊与作为条件资源的上下级关系会发生交互作用，共同促使个体产生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16]。在相同的组织自尊水平下，具有高质量上下级关系的知识型员工能够更容易从上司手中获取额外支持与丰富新资源，进而建立起更积极的自我感知与强烈的工作动机，充裕的条件资源也能减轻个体工作角色投入中的消极影响[30]，从而提升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相反，具有低质量上下级关系的员工与上级只有普通的工作关系和经济性交换，不仅无法从上司那里获得更多额外资源，甚至有可能由于上司对其他员工的“偏私”而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使得其对组织的认同感与信任感下降[31]，即使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自尊水平很高，他们也很难充分投入到工作角色之中。与此同时，个体资源、条件资源以及工作投入三者之间能够产生资源的增益螺旋，个体资源与条件资源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增强个体资源对工作投入的预测效果[32]。因此，在高质量上下级关系中，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上下级关系对组织自尊和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上述分析阐明了组织自尊通过工作投入来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且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会随着上下级关系的增强而加强，这种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当上下级关系越好时，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作用越强，且组织自尊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多地通过工作投入来传导。基于此，提出假设4。
[bookmark: _Hlk94623357]H4：上下级关系正向调节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如图1所示的构念模型。

[bookmark: PePindex54]
[bookmark: pindex55]图1  构念模型

[bookmark: pindex57]3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58]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来自南京、常州、苏州三地的25家企业的知识型员工，涉及金融、制造、文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考虑到知识型员工是指利用其丰富知识和智慧创造劳动价值的员工[6]，为保证问卷质量，筛选这些企业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且从事知识含量较高的工作的员工作为调研对象，例如研发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等。由于知识型员工受到上下级关系的影响后，其工作投入状态和创新行为变化具有时间滞后性，因此，根据Podsakoff等[33]的建议，采用问卷调查法分两阶段收集数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横断面研究所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其中第一阶段主要收集组织自尊、上下级关系、控制变量等数据信息；4周后进行第二阶段问卷调查，主要收集工作投入和员工创新行为等数据信息。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所在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在这25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员工的配合下发放问卷，为满足员工的保密要求，在指定会议室回收问卷，参与调研的员工直接将问卷交回课题组，不通过其他员工转交。两阶段均发放400份问卷，分别回收367份和358份，课题组依据配对情况、应答情况对问卷进行了筛选，剔除掉无效问卷后剩下32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1.25%。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数据如下：男性占比为58.77%，女性占比为41.23%；26～30岁的占比为49.23%，31岁以上的占比为39.69%，25岁以下占比为11.08%；本科学历的员工占69.23%，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员工占24.62%，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员工占6.15%；工作年限为4～6年的员工占比40.31%，1～3年的占比为27.69%，7～10年的占比为26.77%，1年以下的占比为5.23%。
[bookmark: pindex62]3.2 测量工具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效度，采用在国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并且在中国情境下经过多次验证的成熟量表，所有研究变量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七点计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bookmark: sys645930]（1）组织自尊（OBSE）。采用Pierce等[8]开发的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典型条目如“我在组织中十分重要”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为 0.929。
（2）工作投入（WE）。采用Schaufeli等[34]开发的量表，共包含9个题项，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维度，典型条目如“工作时，我总是干劲十足”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为0.883。
（3）上下级关系（SSG）。采用Chen等[35]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的量表，共包含12个题项，包括情感依恋、生活卷入和上司顺从3个维度，典型条目如“我和直接上司经常交流各自对生活、工作的感想和看法”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为0.904。
[bookmark: _Hlk97077001][bookmark: sys676530]（4）创新行为（IB）。采用Scott等[23]开发的量表，共包含6个题项，典型条目如“在工作中，我会向别人推销自己的新想法”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 为0.857。
（5）控制变量。借鉴以往关于组织自尊与创新行为关系的探讨，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本单位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69]4   数据分析与结果
[bookmark: pindex70]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采集的调查数据是由同一被试自我报告的，虽然是进行两阶段调查，但仍需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首因子解释度为32.41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bookmark: pindex72]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1）采用SPSS 25.0检验变量的Cronbach's α，结果显示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见表1），这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接下来，通过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显著优于其他替代模型（见表2），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由表1可知，组织自尊、工作投入、上下级关系和创新行为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说明各潜变量对测量题项的解释能力较好；并且，各量表的组合信度（CR）均在0.80以上，表明各因子内部一致性较好。
（3）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AVE）值均大于0.5（见表1），表明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同时，各因子的AVE开根号值大于其他相关系数（见表3），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bookmark: PePindex76][bookmark: pindex76]表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因子载荷系数
	Cronbach' s α
	CR
	AVE

	组织自尊
	0.603～0.891
	0.929
	0.933
	0.586

	工作投入
	0.703～0.860
	0.883
	0.933
	0.607

	上下级关系
	0.669～0.875
	0.904
	0.942
	0.577

	创新行为
	0.648～0.753
	0.857
	0.858
	0.502



[bookmark: pindex103][bookmark: PePindex103]表2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93702860]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一因子模型：OBSE+WE+SSG+IB
	[bookmark: _Hlk93702912]1 233.686
	209
	5.903
	0.736
	0.708
	0.123
	0.102

	二因子模型：OBSE, WE+SSG+IB
	632.614
	208
	3.041
	0.891
	0.879
	0.079
	0.063

	三因子模型：OBSE, WE, SSG+IB
	582.783
	206
	2.829
	0.903
	0.891
	0.075
	0.064

	四因子模型：OBSE, WE, SSG, IB
	277.059
	203
	1.365
	0.981
	[bookmark: _Hlk93703033]0.978
	0.034
	0.033



[bookmark: pindex145][bookmark: PePindex14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其中，组织自尊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工作投入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上下级关系与创新行为、组织自尊、工作投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此本研究的各项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这些结果也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础。
[bookmark: pindex147][bookmark: PePindex147]表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1.412
	0.493
	
	
	
	
	
	
	
	

	2. 年龄
	2.286
	0.654
	−0.040
	
	
	
	
	
	
	

	3. 教育程度
	1.370
	0.598
	−0.057
	−0.016
	
	
	
	
	
	

	4. 工作年限
	2.886
	0.862
	−0.033
	0.600**
	−0.079
	
	
	
	
	

	5. 组织自尊
	5.173
	0.896
	−0.079
	0.039
	0.181**
	0.093
	0.766
	
	
	

	6. 工作投入
	5.165
	0.934
	−0.121*
	0.060
	0.061
	0.117*
	0.506**
	0.779
	
	

	7. 上下级关系
	4.381
	1.043
	−0.129*
	0.134*
	0.156**
	0.128*
	0.333**
	0.425**
	0.760
	

	8. 创新行为
	5.369
	0.894
	−0.100
	−0.032
	0.054
	0.033
	0.546**
	0.657**
	0.281**
	0.709


[bookmark: PePindex247]注: 1）样本量为325个，下同；2）* 、**分别代表P<0.05、P<0.01，下同；3）对角线上加粗的值为AVE开根号值。

[bookmark: pindex249]4.4   假设检验
[bookmark: pindex250]4.4.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Taylor等[36]的方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参考温忠麟等[37]的观点，运用Bootstrap方法（抽样次数设定为10 000次）对主效应（H1）和中介效应（H2）进行检验。组织自尊透过工作投入影响创新行为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数结果为：χ2=217.477，df=149，χ2/df=1.460，CFI=0.980，TLI=0.977，RMSEA=0.038，SRMR=0.031。各拟合指标值均符合标准，表明中介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在控制4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组织自尊对创新行为影响的总效应为0.594，直接效应为0.205（P<0.05），95%置信区间不含0，表明组织自尊能够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H1得以验证；针对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该间接效应为0.389，95%置信区间不含0，表明工作投入能够部分中介组织自尊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H2得以验证。
[bookmark: pindex253][bookmark: PePindex253]表4  变量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
	效应
	点估计
	系数乘积项检验法
	95%置信区间（BOOTSTRAP 10 000次）

	
	
	
	偏差校正法
	百分比法

	
	
	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差
	P值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594
	0.054
	11.003
	<0.001
	0.478
	0.689
	0.483
	0.694

	间接效应
（OBSE→WE→IB）
	0.389
	0.073
	5.363
	<0.001
	0.264
	0.552
	0.260
	0.546

	直接效应
 （OBSE→IB）
	0.205
	0.092
	2.225
	0.026
	0.024
	0.383
	0.023
	0.382



[bookmark: pindex304][bookmark: PePindex304]4.4.2    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方杰等[38]的观点，使用潜调节结构方程（LMS）来检验上下级关系的调节效应（H3）。首先，对不含潜调节（交互）项的基准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2=282.203, df=204, 2/df=1.383, CFI=0.980，TLI=0.977，RMSEA=0.034，SRMR=0.035。各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这说明基准模型的拟合度良好。接下来，对加入交互项的调节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调节模型AIC（16 590.685）要比基准模型（16 602.684）减少11.999，调节模型Loglikelihood（−8 223.342）要比基准模型（−8 230.342）增加7.000，即模型似然比差值（−2LL）为7.000，自由度增加1，−2LL值的卡方检验结果显著（P<0.05），这说明调节模型要比基准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最后，通过检验交互项到中介变量路径系数（A3），来判断上下级关系对组织自尊和工作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同时，根据Edwards等[39]的建议使用差异分析法，进一步检验在调节变量不同取值（高低标准差）下，该影响效应是否显著。在此基础上，借鉴Hayes[40]的观点使用系数乘积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即检验A3和中介变量与因变量路径系数（B1）的乘积是否显著。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
[bookmark: _Ref34815634][bookmark: PePindex307][bookmark: pindex307]表5  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SSG）
	参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参数估计值/标准误差
	P值
	95%置信区间（BOOTSTRAP 10 000次）

	
	
	
	
	
	下限
	上限

	组织自尊→工作投入

	A3
	0.264
	0.109
	2.416
	0.016
	0.083
	0.523

	M+SD
	0.815
	0.169
	4.806
	0.000
	0.546
	1.194

	M-SD
	0.286
	0.143
	2.004
	0.045
	0.027
	0.586

	差异
	0.529
	0.219
	2.416
	0.016
	0.166
	1.045

	组织自尊→工作投入→创新行为

	A3×B1
	0.153
	0.072
	2.123
	0.034
	0.049
	0.356

	M+SD
	0.471
	0.138
	3.409
	0.001
	0.269
	0.825

	M-SD
	0.165
	0.091
	1.826
	0.048
	0.024
	0.407

	差异
	0.306
	0.144
	2.123
	0.034
	0.098
	0.712


[bookmark: PePindex380]注：M表示均值，SD表示标准差。
[bookmark: sys381070]由表5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影响效应值为正且在0.05水平下显著，其95%置信区间不含0，说明上下级关系调节了组织自尊和工作投入的关系。根据调节效应的简单坡度分析（见图2），当上下级关系取值比均值高一个标准差时，影响效应值为0.815（P<0.001），95%置信区间为[0.546, 1.194]，不含0，当上下级关系水平取值比均值低一个标准差时，影响效应值为0.286（P<0.05），95%置信区间为[0.027, 0.586]，不含0，均表明影响效应显著，而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在上下级关系高低组间的差异显著。由此说明，当上下级关系水平更高时，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效应显著增强，即上下级关系水平正向调节组织自尊和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3得以验证。
[bookmark: sys382093]由表5中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可知，在组织自尊通过工作投入影响创新行为的中介里，影响效应值为正且在0.05水平下显著，95%置信区间不含0，说明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受到上下级关系的调节。具体而言，当上下级关系水平取值比均值高一个标准差时，组织自尊对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值为0.471（P<0.01），95%置信区间为[0.269, 0.825]，不包含0，当上下级关系水平取值比均值低一个标准差时，组织自尊到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值为0.165（P<0.05），95%置信区间为[0.024, 0.407]，不包含0，均表明工作投入对组织自尊和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和创新行为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在上下级关系高低组间的差异显著。说明当上下级关系水平更高时，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和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增强。
综上，随着上下级关系水平的增强，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和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断增强，即上下级关系通过增强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进而显著调节了中介效应的大小，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

[bookmark: PePindex385]
[bookmark: _Ref34818075][bookmark: pindex386]图2  上下级关系对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

[bookmark: pindex388]5 结论与讨论
[bookmark: pindex389]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的功能视角探究组织自尊透过工作投入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从条件资源支撑个体更好利用自身资源的视角分析传统上下级关系对该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
（1）组织自尊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拥有高组织自尊感的员工认为自己对组织是有意义的，更乐意主动开展创新活动、体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他们通过实施创新行为获取组织地位、薪酬待遇等新资源，这些已获得的资源会增强其获取其他资源的动机与能力，进一步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2）工作投入能够中介组织自尊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高组织自尊感的员工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着更高的心理安全感和资源获取能力，因而有着更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和表现；工作投入水平高的员工会有更强烈的工作动机，充满活力、全神贯注，并且拥有更充足的知识，有动机和能力展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
[bookmark: sys39311939][bookmark: sys39315899]（3）上下级关系正向调节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在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中，知识型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更容易建立起高水平的组织自尊；同时，作为“圈内人”的下级会获得更多的信任和资源，在工作中的压力与损耗相对较少，更愿意积极投入工作。此外，上下级关系也正向调节工作投入在组织自尊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当上下级关系越好时，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作用越强，并且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多通过工作投入来传导，这意味着传统上下级关系有利于知识型员工更好地将其个体资源作用于创新过程，进而催生创新行为。
[bookmark: pindex394]5.2 管理启示
（1）关注知识型员工独特个性特征，增强知识型员工组织自尊感。企业可以基于知识型员工具有强烈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与成就导向这一独特的个性特征，在工作设计、积极反馈和奖励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自尊感，以促进其创新行为。例如，增加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参与度、增强其工作自主性、让其承担更多挑战性任务并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等，以此提高知识型员工在企业中的存在感、价值感和获得感，从而促进知识型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
（2）塑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提高知识型员工创新的信心与能力。上级可以主动打破权力壁垒，构建开放宽松的工作氛围，积极给予下属关心与资源支持，增强其组织自尊感，从而帮助知识型员工积累到更多有价值的心理资源与物质资源，提高其创新与冒险的信心与能力。例如，积极支持知识型员工提出不同观点，任人唯贤；公平对待知识型员工下属，给予全方位的关心，并提供各种资源支持，以增强知识型员工的活力、专注与奉献水平，从而促使其积极主动创新。
[bookmark: pindex397]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样本数据来源于南京、常州、苏州三地的企业，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调查的行业范围、区域范围，通过多样化的数据来验证或修正研究结论。其次，采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了两阶段数据，虽然Harman单因子检验表明同源方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来源对不同变量进行测量收集数据（如上级主管评估下属的创新行为等），从而提高研究的严谨性。最后，主要关注知识型员工与上级的互动关系，基于个体资源与条件资源的交互作用探讨了组织自尊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但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特质都可能会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未来可以将面子意识、中庸思想、权力距离等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资源因素引入创新行为的研究，探讨不同资源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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